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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①

孙庆忠

［摘 要］ 田野工作是认识乡村和重新发现乡村的重要方法。回首 23 年的乡村问询之旅，特别是近五
年的乡村实践让我领悟到，扎根田野的工作策略不仅可以阐释文化特质，揭示社会问题，其深层的意义

在于促进生命变革。这种认识观念的转变和行动路径的选择，在拓展乡村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彰显了田
野工作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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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文根据 2018 年 7 月 8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2018 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夏令营”上的授课录音整理而成。

欢迎同学们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参加乡村振兴夏令营。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
力的场域，走进报告厅就被热情洋溢的气氛包围着。大家为认识乡村、理解乡村而来，虽然与农大
的缘分深浅不一，但在这里听闻的各种乡村故事，一定会激发你们的许多思考。我的专业背景是人
类学，关注乡土社会、研究民间文化是这个学科重要的学术取向。我的讲题是“田野工作与促进生
命变革的乡村研究”，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田野工作”，它是沉潜民间、建构学术新知的研
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具有标志性的学科理念;第二个是“乡村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是乡村研究的重
镇，也是国内最早倡导发展研究的策源地。夏令营有体验乡村的环节，你们会在行动中重新发现乡
村，也会体悟到中国乡村研究的诸多面向;第三个关键词是“生命变革”。也许在你们的想象中，把
促进生命变革与乡村研究并置有些唐突，把它与田野工作放在一起也不大搭调。看似简单的田野
工作，不过是和老百姓拉家常，怎么能够促进我们的生命变革，生命变革又何以成为乡村研究的主

旋律? 在我的思考和行动中，这三者是一体的，这也是我今天要重点讲述的话题。

一、昔日重来:田野工作的类型与印记

我自觉地梳理我的田野工作，第一次是 2007 年给我们学院发展系博士生做的讲座，题为《田野
调查的技艺与修养》，第二次是 2016 年在贵州大学的讲座，名为《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1］。每
一次在讲这一主题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琢磨田野工作的真义到底在哪里。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下过
田野，通常情况下，田野工作给我们最直观的认识是:第一，怎么进入田野，怎么收集资料? 第二，如

何把田野中收集的那些繁杂的，甚至有些混乱的资料，找到一个安适的学术位置，也就是说，到底怎

么把田野资料放置在自我设置的学术命题中来。应该讲，我们对田野工作的理解多半止于此。那
么，对于田野工作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吗? 回首我自己下乡调查的日子，一幕幕都会清晰呈现在

眼前。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我的田野工作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阐释文化特质的田野工作。1995 年秋，我第一次下乡调查，目的是解释一些神秘的民间

文化现象。那时候我已在沈阳师范大学教书，主要是讲授“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课程。
此后的三年，背包独行在辽北和辽西的几个村听闻民间故事和村中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那时候见识了一些风水先生和村里的“文化人”，每每想起都会让我对乡村肃然起敬，美在民
间、智慧在百姓中间的感触时常萦绕心头。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冬日里坐在炕头上听他们讲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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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绰号，笑得肚子痛。那些兴奋得整宿睡不着觉的日子，是冬日里的温暖，也是初识田野的滋味。
那时候，看什么都新鲜，尤其是我一直关注的民间信仰现象。所谓的“巫医神汉”，他们为什么会有
特殊技能? 神灵附体的大神大仙，为什么会在医疗卫生发达的时候在乡间还有广泛的市场? 也许

是因为没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我对乡民笃信的事实始终心存好奇，总是想去记录和分析。我把这
种类型的调查叫做阐释文化特质的田野工作。对于我的民俗学专业而言，这是一个核心命题。我
们要去解释那一方水土，那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里的人的生存形态，在他们的观念深处到底有哪些

纷繁的文化现象还表现在日常的行为之中。那么，下乡的动力和目的是什么? 真的很简单，就是为
了我的课堂能变得美一些，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下乡”是为了我的课堂，希望我的学生能听我自
己采录的民间故事和我对乡土社会的直觉描述。
第二，揭示社会问题的田野工作。1998 年我到中山大学读博士，人类学专业的研读，让我有一

种强烈的使命感去记录行将消逝的民间文化，与此同时，更希望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珠江三角洲地

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的田野点就在中山大学的近旁，名为鹭江村。1948 至 1951 年间，华裔
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曾带领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在这里做社区研究。广州近郊这个普通
的乡村聚落，因杨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2］。我在村庄进行
追踪研究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广州 138 个城中村中的一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8 条大街和 150 条
小巷的村子不知道被我跑过了多少遍。无论是成为“食租客”的原住村民，还是栖身在都市的打工
者，无论是“亲吻楼”呈现的村落形态，还是随处可见的小型作坊，都是我梦魇般的意象［3］。在历史
与现实之间游走，让我对乡村文化的重组、对城乡关系的未来心存忧虑。这项研究与 2007 至 2009
年带领学生追踪调查李景汉的京郊四村一样［4 － 5］，意在呈现它们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

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为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
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6］。回首这一阶
段的研究，我觉得将其归类为揭示社会问题的田野工作是合适的。
第三，促进生命变革的田野工作。我从 2008 年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希望通过对农产品地

理标志的研究，重新发现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力量。但真正走入农业文化遗产领域，则得益于 2014
年组建的以本科生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在师生共度的田野里，一种社会使命感，一种对
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对于生命本身的关切，不仅改变了我田野工作的方向，也实现了一种生命的

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几年的乡村之行，称为促进生命变革的田野工作。
以上三个类型实际上是我 23 年田野工作的主旋律。之所以要走到乡村去，一来是想保持对乡

土社会的基本敏感，想保持我对所学专业的那份真情;二来是希望我的课堂始终是我对生活的理解

和对生命体验的真切传达。因此，每一次“下乡”我都觉得是和自己所学专业的亲和。当然，我多
年的乡村之行并非是顺畅的田野工作，充其量是寂寞与欢悦同在。这之中，有两个意象是令我终生
难忘的。
我早期的田野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清冷和寂寞。冬天的辽北是寒冷的，那时候没有手

机，带上手电筒，背上大挎包，包上还系一个小铃铛，这是我多年都不忍心扔掉的铃铛。在那里我体
会了伸手不见五指，体会了村与村之间三里地的漫长。一个人走在寂静的乡村里，只有那个铃铛与
我作伴。丁丁当当的声响，好像是在告诉你自我的存在感，也好像一直在追问我到底来干什么。多
年之后重温往事，好像只有那铃铛声记录了我最寂寞的田野。那里有恐惧和慌张，当然也有回归课
堂之后讲述乡村故事时的片刻欢喜。在广州的城中村调查时，虽然与辽北的情景相去甚远，但许多
感受却是相通的。而今闭上眼睛，每一条街巷里的独特建筑我都记忆犹新。村子里从早到晚是喧
闹的，那是一个外来人的世界，人头攒动，拥挤而凌乱。在那里，我体会到的是喧嚣之后的冰冷与无
奈。无论是城中村所展示的社会问题，还是打工者的生活际遇，都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我
在杨庆堃先生的著作中寻找村庄的 1949 年，在我的调查笔记中记录着鹭江村的 1999 年。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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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度，物去人非，五十年的岁月，弹指一瞬。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是思考生活本真和生命意义的
最佳场所。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与田野相伴随的思考，才让华南村落里的 8 条大街 150 条小巷与冬
日里辽北乡村独行时的铃铛，成为了我生命里永远都不会被抹掉的田野意象。

23 年走下来我能看到什么呢? 今天早晨找到 4 张照片，看到这张 2006 年的照片很是感慨，时
间好快，12 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田野工作从一个人的田野到带着学生赶赴乡村，从满头青丝到
满头白发，这就是生活和生命的印记! 这些照片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里心绪的波动，都已

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田野工作不是科学考察，面对的不是高山大川，而是社会生态，努力建立的是
人和人的链接，生命和生命的链接。这份向内求索的工作与自然科学的攻坚虽有不同，但我更愿意
把它看作是探索和发现之旅，这是我的田野工作。

二、乡村价值:回归土地的情感与力量

田野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于我而言，是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
作为认识乡村和重新发现乡村的重要方法，田野工作可以发掘老百姓积聚了千百年生活所存留下

来的乡土知识和身处其中的地域文化。然而，它不仅仅是方法，它还可以培育和激发我们创造生活
的情感和能力。如果田野工作缺失了这一点，所谓的发现不过是一篇论文、一种说法而已，那是远
远不够的。在人与人的接触和问询中，我们所记录的除了他们的生活境况，还要走近他们的内心，
去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那些乡村里的老人，他们可以为我们重现一个陌生的乡村，一段已
经远逝的记忆。因此，我才把每一次乡村之行看作是寻找记忆的过程，一个寻找祖先的过程，也是
一个重建我们和祖先对话能力的过程。今天快节奏的现代化，已经让我们背离了乡土，但这种形式
上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诀别，否则我们就难以听懂祖先的话语，我们和自己的昨天也便失去

了联系。其结果是我们无法破译祖先传递的生存密码，我们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这就好
比生活中的我们，如果一个人因失忆忘记了昨天，他也就不知道今天该怎么活了。以此观之，田野
工作的确是情感的学问和实践。
当我们谈起乡土的时候，总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展现在面前。假如这是一个舞台，演员们穿着

长袍马褂走上来，而舞台布景却是纽约的曼哈顿街区或是北京的王府井街头，你会觉得很滑稽，因

为乡土社会有它独特的存生背景。我们的乡土怎么了? 我们的乡村终结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颇
有几分情怀才能走进乡村、守卫乡土?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大陆城镇
常住人口 81 34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58. 52%，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是 28 652 万人。面对
这样的数字，再说我们是乡土中国就会受到直觉上的质疑，因为这些数字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

识，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
们必须看到，全球化和城市化业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农业和农村的凋敝是历史的必

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乡村的未来有一个总体判断，然后才知道行进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

这个暑期，我们学院会有百位师生赶赴各地调研，为乡村振兴寻找出路，这是基于学术判断的集体

行动。
2011 至 2013 年，我曾与朱启臻和熊春文二位教授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中国农村教育
的现状。这期间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乡村学校撤并后孩子们住校生活的一幕幕。或许他们享受到了
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但却与家庭、与村落彻底疏离:孩子从 6 岁起就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的乡村记忆还有多少，对乡土的情感是否依稀尚存;寄宿学校即使设在乡村，也

多半形同军营，孩子们对村里的远山近水都无法亲近，虽然在乡村也会偶尔干点农活，但是对家乡

的历史文化无知，对村落的礼俗漠然，对养育他们的这块土地几乎是无感的。这种研究结果是令人
沮丧的。与我们的调研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 2014 年年底，全国流动儿童 3 58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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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 8 973 万，56. 8%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一半以上不知自己乡镇的名字。这样的
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判断———乡村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如果人口学家的判断无误，
再过 40 年还会有 5 亿人生活在乡村，那么留住乡村的文化与记忆就是当务之急。后来，我写了一
篇文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7］。在我看来，“失忆”就好像突然跌倒，醒来时妈妈不认识、
太太不知晓，记忆全无。如果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可以期
待的未来了。因此，如何进行乡土重建? 如何应对凋敝的乡村处境? 如何能够让乡村教育回归乡
土以传承我们记忆的根脉?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大问题。
接下来我常被追问的问题是，你极力倡导抢救乡土记忆，可是存留乡土有那么重要吗? 2007

年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我看到了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的文章《依靠回归土地医治教育的
创伤:老一辈克里人拯救迷失的一代》［8］，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玛丽·鲁埃对加拿大詹姆斯湾
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我们所关注的传统农业的意义与乡土文化的价值。
世代居住在詹姆斯湾的克里印第安人，是一个山林民族，以捕鱼、狩猎为生。政府为了让克里人的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很早就把他们接到大城市去生活。这些离开了祖居地的孩子，长到十四五岁
的时候，甚至忘却了母语，忘记了故乡。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双向的边缘人
的处境，使他们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危人群。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由于原住民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
的巨大差异，年轻的克里人不但在学校一败涂地，而且也没有能力获得打猎、捕鱼、设陷阱之类的知
识和技能。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到了绝望和暴力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在狩猎营地继续
其传统活动的长辈，将失足的青少年接到营地，引导他们“重归土地”开始新生，这些孩子们开始慢
慢学习自己的母语，开始掌握祖先世代传习的技能，从而成功地重建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老一辈
克里人创造了奇迹，他们用回归土地的方式拯救了年轻一代。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自
我，建立了自身和祖居地之间的精神纽带。这个经典案例充分展现了自然和文化的力量，也为我们
阻止农耕民族的“集体失忆”，重新认识乡土的价值提供了佐证。
当年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曙光，也理解我们存留乡

土社会的价值，它不仅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每一次提及这个案例，我就会联想到我对广州城
中村农民工一代和二代的牵挂。20 年来，我和当年走访过的四川打工之家始终保持着情感联系，
每个节日都要传递问候。如今，农民工三代已在城市中成长，他们的命运对于未来中国的城乡格局
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克里印第安人的故事会重新上演，还是城乡融合带给中国社会福音，所有这些

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我们对于守护乡土抱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无论有
多少人为我们冠以“田园牧歌”的标签，我们都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国情，必须看到农民的生存境
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保护传统农业文化与社会系统的初心和行动，并非是浪漫的怀旧，而是
恢复乡村活力、增进农民选择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最近几年，我对自己田野工作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也在跑乡村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

2016 年 4 月，我有幸到了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雀鸟苗寨和黎平县龙额侗寨。在一周的时间里，我看
到了这里与绝大部分乡村相同的场景，年轻人流出，老年人留守，但是我也看到了另外一番风景。
在雀鸟苗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组织起来，重走祖先迁徙路，探寻自己的根脉。而打工回乡的
侗族青年，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起，以公益的精神和行动带动家乡发展。他们从 2010 年组织开
展第一次“走进龙额侗寨公益行”助学活动，到 2012 年组织村寨大学生走访寨老、艺人，了解村寨
历史、学习侗歌、染布等传统知识的“寻根之旅”; 从 2013 年龙额青年乡村影像及能力建设计划启
动，到 2015 年为村寨 53 个家庭拍摄并赠送照片，所有这些行动无不令我感动。我们的少数民族青
年在用寻找历史的方式，重建文化自信，拯救家乡文化。2016 年 11 月，我在云南玉龙县的石头城
村调研，这个金沙江畔的纳西族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世祖忽必烈曾在此革囊渡江，越天险太子

关南征大理国。村里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出去，居住在丽江或者去其他的大城市打工，但是村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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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破败，老人通过一年一度重演祖先祭天的仪式，让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始终不忘他们祖先的历

史，不忘祖先给他们身上存留下的文化基因。除了这些乡村内生性的力量，我也目睹了民间公益组
织在乡土重建中的作为。2017 年 12 月，我到广西扶绥县渠楠屯走访，这里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一家专注推动社区保护地的本地 NGO，“美境自然”不仅是渠楠社区保护地的
发起者，也是其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正是这一组织里年轻人的陪伴，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社区自治能
力，也推动了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的开展。青年志愿者向农民传递的理念，感染着那里的村民，使
这个小山村成为了村民自觉呵护的生态之地。
这些难忘的田野经历，总能让我在破败的乡村背后看到一线曙光，也因此不再理会凋敝的乡村

到底值不值、能不能被拯救的问题。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怀疑，当我们做一百件的时
候，剩下的只能是欣赏。我和同学们分享我的田野经验，目的是告诉大家，当你把他人眼中浪漫的
幻想转变成扎根乡土的实践以后，你的生活的境界也会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三、感悟田野:乡村百姓的生命与温度

2014 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4 年来我的田野工作始终有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就是要促
进生命变革。到底促进谁的变革呢? 这里的变革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作为乡村研究的行动者自
身的变革;第二是我学生的生命变革，他们才是未来乡村发展的种子;第三是乡民和乡土社会的变

革，也就是说，我们服务乡村的良苦用心，能否给那里带去一点希望，可否给那里的百姓带去一股清

凉的风。这期间我的田野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乡村教育入手，建立学校与村落的联系，
目的是使学校发挥其传播乡村文明的功能，实现乡土社会的自救，这是乡村教育现状调研的后续;

其二是从农业文化遗产入手，通过文化干预的方式，培育村民对自身所属文化的保护意识，继而利

用本土资源寻求自身的发展。
先来讲讲我的乡村教育实验。2011 至 2013 年我们对乡村教育的调研发现，乡村教师有两种

不稳定状态:一种是年纪大的，等待着退休;另外一种是年纪小的，等待着回城。再来看学校，大部
分学校从乡村抽离，仅有的学校与乡村的关系松散，高墙大院隔断了它们之间相互滋养的可能。乡
村的远山近水，但是孩子们无法亲近，这是我们乡村学校的基本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
让教师安守在乡村? 怎么能恢复乡村学校原有的功能? 基于这样的思考，2014 年 5 月 30 日，在河
南辉县南太行山区创办了一所以幼儿园为依托的川中社区大学。
为什么以幼儿园为依托? 因为只有幼儿园阶段家庭、村落和学校之间才联系得紧密。上小学、

中学以后，孩子们住校了，家长、村落与学校的连接很有限，所以以幼儿园为依托是我们进行乡村教
育实验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这所学校的定位是什么? 虽然是一所乡村幼儿园，但是我们办的社区
大学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成人终身学习的学校。我们先让幼儿园孩子的家长走
进来，再吸引村落里那些闲着没事的年轻妈妈走进来，进而让村落里寂寞的老人走进课堂。幼儿园
能歌善舞的 20 多位老师是我们的义工团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中师生，但他们的本事是我们大
学老师所不具备的。
受所学专业和农大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我的教育实验没有更多地关注学生，而是关注乡村

教师及其背后那些生活在乡村里的妇女、老人，更多地关注学校和乡村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
我要进行的是“上游干预”。孩子父母如果天天打麻将、把无所事事的愤怒之气发在孩子身上，教
育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从成人学习的角度来看，幼儿园的教师生活在乡村，每周回家一次，他们
也有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无奈之下，有没有一种可能让他们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又利于别人的
事儿。所以我做的“系统干预”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让义工团队的幼儿教师能够在乡村教育里发
掘自身的潜能，看到平淡生活里的深层意义;二是要让我们的农民学员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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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他们的生活不只是为那二亩地，也不是每天在愤怒中摔麻将，要让他们有精彩活过一次的

感觉，要让乡土社会里日渐冷漠的人情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温暖起来。我的这些想法在大多数人
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影响一个人尚难，影响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庄进而影响整个地域社会岂不
是梦想! 因此，教育实验的第一年很多人认为可笑，第二年也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第三年还有人

认为不可持续，但是当第四年走过来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我们的幼儿教师团队也

在这个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得了自信。今年 5 月 31 日的四周年庆典，我的心情异常欢悦。在孩子们
和社大学员的欢笑声中，我看到了汇报演出带给他们的幸福，看到了他们在交流学习体验时的喜极

而泣。在社区大学，65 岁的老人可以学会写字，年轻的“宝妈们”可以书法作画，你难以想象梅兰竹
菊、盛开的牡丹竟出自村妇之手，吹画、布贴画、太极扇、快板、甚至芭蕾，所有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
西和她们生命有了宝贵的连接，这就是变革的开始。当她们一次又一次诵读自己的作品，感受社区
大学带给她们心灵冲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四年是多么值得，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变

化，而是一个生命发生变化以后，带给整个乡土社会变革的讯息。
川中的教育实验，让我目睹了个人、家庭和村落因为教育的回归而带来的一线生机。这是一所乡

村社区大学，虽然叫大学，但不是高等学校，它仅仅是以幼儿园为依托、以幼教团队为义工主体的乡村
学堂。然而，这所学校目前辐射了周边 11个村子，让 252 个学员在这里接受了新的教育，这也就意味
着有 252个家庭已经受到了社区大学的影响。而今，一些师范大学的研究者想来这里探问究竟，他们
想知道为什么社区大学在这里可以发生? 为什么义工团队在奉献乡村的 4 年间没有拿一分钱报酬却
可以持续? 这样的追问和答案都有待别人去评说，我看到的是恰恰我所期待的生命变革。
下面再介绍一个案例，陕西佳县泥河沟村的故事。从图片上看，这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山水

相依，宛如仙境。但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里的贫困村，从 1955 年就开始吃返销粮，直到 1995 年还
在吃救济粮。这个村因 36 亩古枣园生长着 1 100 多棵古枣树，树龄最长者已经有 1 300 多年，2014
年 4 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 11 月，又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
录。然而，守着如此多的资源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裕的生活，学校的撤并、年轻人的外流，使这里
缺乏了活力，这也是中国乡村的共相。那么，我们怎么把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转化成村落发展的
资源呢? 面对村庄的凋敝，面对农民的贫苦，还能否让农民心生一份对家乡的爱恋，进而利用自己

的本土资源找到发展之路，这就是我们文化干预的内在诉求。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从联合国到中国农业部再到地方政府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保护运动。作为

一个学者，我很希望能借助这样一个机缘，给乡村注入一份力量。因此，2014 年我组建了以本科生
为主体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要在这里进行村落实验。为什么? 作为大学老师，我一方面要在
乡土实践中培养我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我多年对乡村的理解转换成行动，这也是一种社会责

任。2014 年 6 月，我试图带团队下乡之前，先带一个学生去村里踏查。在村里走访的时候我就想，
与古枣园相伴的村落，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是很多的，遗憾的是，除了县志上的只言片语，这里没

有任何有关村史村志的记载。我问村里有没有文化能人，大家都说当过大队长和小学校长的武国
雄，当我满心欢喜打算拜望的时候，看到的是为他烧周年的儿子和老伴。那一刻我特别感触，乡村
里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是几十年的生活记忆，与他相伴的往事从此就没有了! 乡村是什么? 中国

的村落不是简简单单的屋舍和田园。乡村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那是世世代代累积的，在生产生
活过程中沉淀的记忆和情感体系。因此，一个老人家走了，故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特别感慨的
是———没有哪个老人等着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所以，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抢救记忆已经迫
在眉睫了。
我们的田野工作就从这里开始。这个地方被称作“人市儿”，是老百姓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待的

地方。这里有一个戏楼，大冬天的时候大家也在这儿站着，聊聊张家长，说说李家短。这是一个生
起是非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平息是非的场所。据说这种传统由来久远，源头已无法考证。戏楼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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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是连片的枣园，前面就是“人市儿”的核心。这个地方一开始很是陌生，后来人群里就有了我
们，再后来我们就被拉回到他们家的窑洞里，坐在炕头上分享他们的故事。从此之后，这些老人走
进了我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存状态，我都清楚。像这样的人和事也因此和我们有了
交集。
我们通过搜集老照片、老物件，通过口述的方式把父一辈、子一辈的往事统统留下，也因此让这

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有了自己定格的历史。口述史、文化志和影像集三本书［9 － 11］，不是我和我

学生的作品，而是我们和农民们共同整理的村落记忆。正是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行动，我们的老百姓
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他们成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换成了把人、情、
根留下来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也由此坚
信，抗拒贫困、精准扶贫最根本的是精神上的扶贫，是扶人。改变人的生境，改变人的心境，才是乡
村工作永不变更的主题。

2016 年和 2017 年我们在那里开办了两期泥河沟大讲堂，不仅传播了农业遗产保护的理念，也
让村民重新认识了自己家乡文化的价值。当在村的老年人舞起秧歌欢迎我们到来的时候，当在外
打工的年轻人回村观望的时候，我知道，“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了。前不久的 6 月 15 日，我重返泥
河沟，2018 年的大讲堂开讲啦，尽管我们团队的学生都已毕业，但透过这一个人的大讲堂也让我看
到，一个文弱的书生、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可以在这个时代里为落寞的乡村做一点事情。也
许在你们的逻辑里乡村必然要死去，正如一个人的离去一样，但是让它能够有尊严地活过每一天，

这是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守护的乡土，或许有一天真的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彻底沦陷，但
是无论怎样，在农耕文明几千年的最后时期，我为它守望过，我们也应该为拥有如此深度的情感体

验而欣慰。如果中国农业大学在这个时候不能以此为业，还不能为乡村存留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
觉得那是一种罪过。
我们团队一起工作了三年多时间，在三个遗产地共驻村 118 天，其中在泥河沟村先后工作了

65 天。这段田野经历带给我和学生们的心灵体验非常丰厚，让我们对自己、对乡民的生命都有了
新的认识。5 月底，《中国慈善家》杂志的记者，在看了我们为泥河沟村老百姓所做的口述史之后发
信告诉我，她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还生活在那里。她从中学开
始住校，也曾一度厌恨家乡的贫穷、闭塞和压迫，也因此在情感上始终与故乡割裂。她很羡慕那些
因我们而留有故事的村民，如果她的爷爷奶奶辈，那些不被重视的庶民，也能有这样讲述的机会，好

像他们的一生也被温柔对待过了。看了她长长的微信，真的令我特别伤感，活一辈子，又有多少生
命被温柔对待过呢!

四、告语青春:年轻学子的使命与作为

今天上午备课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刚刚离开的村庄———山东招远蚕庄镇山后冯家村。去年夏
天，中国农业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传统村落研究教授工作站，希望能够开启一个研究命题，在城市化

发展快速的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村落怎么保护? 8 月我还会到云南宁蒗的一个摩梭人居住区，去研
究西南生态脆弱的干热河谷地区，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策略。也许有人会问，
如此这般奔走于田野究竟想干什么? 就是为了传递一份关注乡村的情感吗? 不只如此，还想证明

我对乡村的判断，想证明浪漫畅想和现实行动是可以在身体实践中高度统一的。前面提到的乡村
教育实验，以及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扎根式研究，都想说明乡村的文化之魂尚在，因此，乡村复育不

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乡土”，而是在行动中可以变成可触可感的现实。河南辉县的乡村
社区大学，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重新滋养乡民社会的希望。但有人质疑说，那里还有学校、有孩子、有
年轻的妇女，因此让你看到了活力。那些没有学校、没有年轻人的乡村也有重生的可能吗? 我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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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遗产地的实验可以回应这个问题。陕北佳县的泥河沟村就是一个例证。我去调研之初，全
村 213 户、806 人，常年在村的 158 人中有 111 人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也许有人会继续追问，这里
的红枣毕竟是经济作物，管理树的成本与种植农作物的付出是大为不同的。尽管质疑者不知道当
地人的生活状况，无法想象 4 毛钱一斤的红枣是难以维系村民基本生计需求的。我们权当这种追
问是合理的，那么在以农为业的地区，在没有学校、缺乏年轻人的村落，是否就只能在落寞中等待一
个结局呢? 这也是我们走进内蒙古敖汉旗旱作农业区域和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主要原因。应
该说，在这些地域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区，我都看到了乡土社会自身所蕴含的能量，那些看似平淡无

奇的村落里都蕴含着自身的文化传统，都让我看到了诸多的可能性。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一百个
理由质疑我们对乡村的梦想，但只需一个理由、一个个案便给了乡村振兴以重要的依据。路径在哪
里? 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行动中!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就是这“三农”工作队伍中重要的一极? 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你真
的不应该来中国农业大学参加夏令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我们的年轻人
为国家、为乡土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仅
有老师的迫切呼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师生需要情感的激荡，需要相互的砥砺，只有这样，才会给落

寞的乡村带去希望。因此，跑乡村不是随机的，是有学术命题的，也是有行动指向的。只有在这个
层面上，行动者才叫做研究者，田野之行才能和行动研究相提并论。
今日的乡村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又将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获得什么? 让我先来讲讲一

代人的青春往事，再来讲讲此时我“身外的青春”。一周前我正在山后冯家村调研，有 12 位学生与
我同行。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与这里 1975 年的知青见面，唤起他们的青春记忆，回望他们的乡
村生活。我希望通过调动外部因素来启动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1975 年 8 月 29 日到 1977 年 12
月 17 日，有 16 位青岛知青下乡到了山后冯家，他们的年龄在 17 至 20 岁之间，都是 1955 年至 1958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回城之后，有上大学的、有当工人的，而今都已年过花甲。而与我下田野
的学生都是“95 后”，他们曾抗拒驻村调研，但是在这里生活几天以后，从行为到观念都发生了根本
性的改变。特别是和当年的知青深度交流、畅谈之后，他们对田野工作和他们当下肩负着的使命有
了新的认识。我曾担心他们之间的“代沟”，却惊讶地发现，这些“50 后”坐在“95 后”的孩子们中
间，欢悦的心情令他们手舞足蹈，好像他们又回到了 18 岁那一年。在他们的讲述中，40 多年前的
往事宛如正在上演，清晰得就在眼前。在他们激动的声音中，我听出了青春的旋律，在他们满眼的
泪水中，我看到了年少的真情。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曾经有几分刻板印象的“95 后”竟然和“50
后”同步潸然泪下，他们的交流好像没有年龄的代差，好像是一拨年轻人和另一拨年轻人的聚会。
这样的情景看得我特别感动，也催促着我思考一个问题———回忆青春和正值青春差别在哪里? 青
春的激情和年少的童真何以持续? 青春与青春相遇，他们永不变更的对话主题又是什么?

在村里的时候，我的学生被我称为“2018 年知青”，他们和 1975 年知青在村里相遇，而且能在
短时间内情感相互融通，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履历，都从 17 岁、18 岁那一年走过。知
青们讲 1975 年到村子后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集体跑到望儿山上，向青岛方向高声大喊、跪倒
哭泣的时候，我的学生早已泪眼模糊，因为想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当他们讲到老书记跑到海边给他

们买大螃蟹做成蟹酱，为他们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们依然流泪不止，乡村带给年轻人的这份温暖从

来都没有被遗忘过;当他们回忆起村里给他们做饭的王玉芳奶奶时，无不念起离村多年后他们集体

为奶奶上坟，抱着坟头哭泣的场景。这些如在眼前的往事，就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就是他们的乡村
记忆。这份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让 40 多年前的岁月常在，也让青春不老。这是青春和青春相遇被
激活的生命的力量。
在翻阅村庄档案和听知青讲述的过程中，我们分明会看到 1975 年在阡陌上劳作的青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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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在乡村夜话分享调研感受时说:“老师拿着一卷档案向我们讲述了整理档案的逻辑思路，
一个词紧紧的抓住了我的心———复活。我感觉到这件工作开始变得有些神圣起来，忍不住激动得
热泪盈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和存在过的人重现，心中不禁多了一份坚定与

责任。……如果说阅读档案让复活的山后冯家有了血肉，那么和 8 位知青的访谈，让我触摸到了山
后冯家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知青愿意从青岛赶来协助口
述史整理工作，为什么在谈及往昔时哽咽流泪，因为那是他们最宝贵的青春。也正是因为一份对过
往的敬畏和感同身受的青春，才让他们有了跨越时空的畅快交流，才让 40 多年后的年轻人对前辈
青春的交托有了一份郑重的承诺。那么，再过 40 年呢，或许会有一拨年轻人坐在“2018 年知青”的
面前，问询他们当年为乡村尽一份力量的心情，请他们讲述 2018 年山后冯家的青春故事。也许在
这样的追问中，我们才能知晓年轻的生命从来没有间断过，一辈又一辈的青春在这个过程中接续

着。因此，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才始终有希望，才始终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能量。
我的学生们说，40 年后他们也已年过花甲。我说，日渐成熟继而走向衰老，这是无力抗争的事

实。但是 40 年后你们却依然可以存留纯真的心态和青春的激情。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唯一的方
法是让你们的灵魂生活变得有厚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始终保有一种能力，一种与前辈青春和后辈

青春进行对话的能力。
在村里与学生交流时，我曾回忆起一种心情，两年前收听台湾文化学者蒋勋的演讲———“留十

八分钟给自己”，那是他在中秋之夜的诵读。他为什么要讲这事儿? 这人呐，一辈子被外力拉扯得
不行，今天有多少人还能坐在这里安静地享受自己这生命里的十八分钟。有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太
快，一睁眼一闭眼，一天就过去了。有的人感到时间过得慢，简直是度日如年。当这两种情形摆在
那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有度日如年之感，也不要有时间飘忽而过的忧叹。我想让你们做
什么? 留十八分钟给自己，让我们读诗。就像蒋勋所说，每天拿出十八分钟、每年拿出十八分钟来
读诗，也许是奢侈的，但一生拿出十八分钟来读诗总还可以吧。可是，当我们退到这一步的时候你
是否想到，对于那些身处战乱中的叙利亚人民来说，拥有十八分钟的诗句，生命的确是奢侈的! 再

来看看我们，生逢盛世，又正当青春，我们要做的不是拿出十八分钟读诗，而是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本

身成为诗，始终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积极的想象，这样青春就留住了。当你抱定这样一个信念开启
人生之路的时候，即便 50 岁、60 岁，抑或是古稀、耄耋之年，你依然不老，因为有青春为伴。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呼唤我们做什么? 投入激情，服务社会，这是青春的旋律。当我这样说的

时候，你或许会问，中国社会如此庞大，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我们能为社会做什么? 2016 年 4 月 1
日，我在贵州大学交流时，一位同行问我，“在你试图去寻求改变的田野工作中，当你的情感尽最大
努力投入之后，仍然有人没有被感化怎么办? 你期待的改变没有发生，自己感到难受吗?”我的回
答大致是这样的———我必须交代的事实是，不是每次田野都顺畅，那些令我们感动的瞬间不是生活
的常态，但是做到疲倦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份感动，才让我们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2015
年 3 月 19 日，温铁军老师在这个报告厅做题为“中国百年乡建———激进发展主义自毁与底层社会
自救”演讲的时候，有人曾经质疑说:“今天搞乡村建设也不过就是在搞一个点，对整个中国有意义
吗?”我觉得温老师回答得很精彩。他大致是说，我们回顾百年中国的乡建，会发现那些曾经有过
乡建足迹的地方，它们经过了抗日战争、经过了内战，当如此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村民会自发组织
起来，与那些没有过乡建的乡村相比，内发性的力量便会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点点滴滴工
作最积极的社会效应。我曾经为我的田野失落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带着一份“把种子埋进土里”的
希望，总是相信我们培育的种子，他年之后就会生根发芽，所以才走到了今天。
最后，我想和同学们说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是一个思想者、一个行动者。从认识自我开

始，才能“自立”，从行动起步，才能“立人”，才能促发改变，也就是说，在助人和立人过程中，我们才
能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意义感，生命的底色才能会在悄然中发生变化。23 年在乡村的田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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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了我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也让我对“有机地对待土地、有机地对待生活、有机地对待生命”，有
了不断深化的认识。行动，构筑着我们生活理想，可以实现我们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蜕变，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期待改变的前提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改变。
我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中国农业大学的夏令营，开启你们的乡村研究之旅，能在一次次赶

赴田野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始终和别的人、和大社会有着神秘的链接。你的学术思考，你
的社会行动，可以改变乡村的生活，可以提升乡民的生命质量。就让我们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所
学校、一个村庄开始，在实践中推动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却不能
停止脚步。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执着的乡土眷恋者，我们不只在挽救乡村，我们更是在挽救我们
自己，挽救我们的未来。2013 年的 12 月 7 日，钱理群先生也是在这里做过一个演讲，他的结尾可
能让我今生都难以忘记。他说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请你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
人，就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
期待同学们也有勇气在自己的乡村研究中，体验这种生命变革的质感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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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work and the Dimension of Promoting Life Transformation
in Ｒural Ｒesearch

Sun Qingzhong

Abstract Fieldwork is a critical methodology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discovering of the village． Looking back at 23
years journey of rural inquiries，especially the rural practice in recent five years，I realise the strategy of grounded in the
field can let us explai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al the social problems． More importantly，the underlying mean-
ing of it is promoting life transformation． This shift in understanding this meaning of fieldwork and choosing the correspond-
ing path for practice could expand the depth of rur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it could also demonstrate the practical val-
ue of fieldwork．
Keywords Fieldwork; Ｒural Ｒesearch; Lif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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